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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學派與《春秋》世變 
─以陳傅良《春秋後傳》為例* 

康凱淋** 

【摘要】 

本文以陳傅良《春秋後傳》為例，分析永嘉學派和《春秋》世變的

論題，包含永嘉學派《春秋》學的內容、特色，以及與其他學派的互動

關係。誠如學界觀察，陳傅良將《春秋》世變作為《春秋》大義的重要

基石與唯一指引，目光建構在王道存滅和伯統盛衰的脈絡，循此詮解經

文書法，自覺地將「世變」織聯到各個語言現象，歸諸於麟經涵藏之深

義。而朱熹反對浙學有關《春秋》、《左傳》伯業盛衰的討論，一方面

認為他們切入經、史典籍的方法失當，更指出內在理路流於博雜而不能

返約的弊病。陳傅良融貫「世變／伯業」於《春秋後傳》並非單純地形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南宋永嘉學派《春秋》學研究」（計畫編號：106-2410- 

H-030-084-）之研究成果，特此致謝。初稿曾宣讀於「宋明清儒學的類型與

發展Ⅳ」學術研討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2017.10），承蒙張曉生教授

審閱指正；論文投稿期間，匿名審查委員亦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使本文

論述更加完備，謹申謝忱。 
**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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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答辯，背後目的是主動對抗朱學帶來的批評，是書寓有捍衛自身價值

的堅定，以及延續學術命脈的決心。 

關鍵詞：陳傅良、永嘉學派、《春秋》、《左傳》、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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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浙東學派在南宋學術佔有一席之地，不論是崛起勢力或思想主張都

對當時學術發展有深切的影響。按照學界普遍的說法，浙東學派包含以

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葉適為代表的

永嘉學派，他們與朱學、陸學共同活躍於「浙東」地區，相互對話、刺

激與抗衡。其中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有薛季宣、陳傅良、葉適、戴溪，

他們分別為此學派的學術宗旨定下基調，以及擴其規模，整合思想體系

而集大成。 

學界陸續有不少論著探討永嘉學派的學術思想，或針對永嘉幾位大

儒像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甚至是上推永嘉學派的啟蒙者王開祖、元

豐九先生、鄭伯熊等輩專論其說，各方面研究皆已取得豐碩的成績。1然

而陸敏珍《宋代永嘉學派的建構》意識到當前永嘉學術思想研究的失

衡，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在永嘉學派的研究中，抽取出思想者『事功』

 
1 目前關於永嘉學派整體研究較為詳盡的專書有三：陳安金、王宇《永嘉學

派與溫州區域文化崛起研究》、王宇《道行天地：南宋浙東學派論》、陸

敏珍《宋代永嘉學派的建構》。王宇集中在永嘉學者與浙東其他學派、朱

學、陸學的互動情形，呈現溫州的政治、經濟、科舉、軍事等區域文化，

主題涵蓋甚廣，而且述及許多人物，有助於我們掌握永嘉學派的傳播活動，

以及和當代學術思潮的對應。陸敏珍有意釐清永嘉學派自身的學術思想轉

變，但寫作偏重思想者的人物形象、身分歸屬與內心世界。至於其他著作

的研究概況，陳安金〈從對立到整合：永嘉學派研究的基本路向〉大致歸

納幾個方向：作為理學對立面的永嘉學派、將永嘉學派整合到儒家道統的

努力、葉適與理學關係的研究、對永嘉學派外部條件的研究等，表達學界

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績，而這些成果有助後人理解永嘉學派的興起、流衍，

與整個學術社群的關聯。見陳安金、王宇，《永嘉學派與溫州區域文化崛

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 1-353。王宇，《道行天地：南

宋浙東學派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 1-487。陸敏珍，

《宋代永嘉學派的建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頁 1-332。陳

安金，〈從對立到整合：永嘉學派研究的基本路向〉，《哲學動態》第 5
期（2004），頁 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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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面，詳加發揮，成為絕大多數學者的預設。……事功特徵的預設也

讓研究者忽視了永嘉學者及其時人對他們思想的定位。」2也就是說，永

嘉學派的事功思想最受各家注意，但無形間也壓縮或忽略了相關的研究

空間，比方像永嘉學派的《春秋》學，甚至是其他經學論著的思想主題。 

葉適（1150-1223）曰：「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

而陳緯其終也。」3元儒黃溍（1277-1357）亦言：「陳君舉本薛士隆，上

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為說。」4永嘉學派以「世變」作為知識形

態的建構途徑，具體落實在《春秋》經解，最早在薛季宣就有此特色，5而

且影響了陳傅良的治經方法。樓鑰（1137-1213）就曾概括陳傅良的解經

主軸：「深究經旨，詳閱世變。」6其次，葉適《習學記言序目》也說道：

「《春秋》因諸侯之史，錄世變，述霸政，續《詩》《書》之統緒，使

東周有所系而未失。」7提到「世變」與「霸政」的觀點，並批評「《左

氏》但紀事實，不論世變，固失之矣。」8對於《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宋

之盟也感嘆：「人紀壞，道統滅，皆始于宋之盟，自是以來，號為治世，

不過弭兵而已，此又世變之大者。」9戴溪經解提到世變的地方也不少，

《春秋》昭公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

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春秋講

義》曰：「及楚靈之始立也，偃然欲為桓文之事、會中國之諸侯、執中

國之君、伐人之國、滅人之邑、為中國討罪而執其叛臣，此其用意不淺

 
2 陸敏珍，《宋代永嘉學派的建構》，頁 13-14。 
3 宋•葉適，《水心文集》，載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

（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 10，〈溫州新修學記〉，頁 178。 
4 元•黃溍，《黃文獻公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叢書集成初編》

本），卷 5，〈送曹順甫序〉，頁 196。 
5 黃覺弘曾羅列薛季宣《春秋》佚說中「通世變」之經例，可參考。見黃覺

弘，《唐宋《春秋》佚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257。 
6 宋•樓鑰，《攻媿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叢書集成初編》本），

卷 51，〈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旨序〉，頁 699。 
7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 9，頁 119。 
8 同前註，頁 125。 
9 同前註。 



永嘉學派與《春秋》世變─以陳傅良《春秋後傳》為例 169

也。晉人恬然若不聞者，亦可以觀世變之盛衰矣。」10從晉、楚互動看

夷、夏之世變。 

元末明初婺州學者王禕（1321-1372）特別高舉陳傅良的學術成就與

其對永嘉學派的貢獻：「自薛氏一再傳為陳君舉氏、葉正則氏、戴少望

氏，而陳氏尤精密。討論經史，貫穿百氏，年經月緯，晝驗夜索，一事

一物咸稽於極，上下千載珠貫而絲組之，綜理當世之務於治道，可以興

滯而補弊，復古而至道，條畫本末，粲如也。此所以永嘉經制之學，要

在彌綸以通世變，操術精而致用遠，博大宏密，封植深固，足以自名其

家也。」11若據蔡幼學（1154-1217）所記，有關陳傅良《春秋》學的著

作有《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兩部，12但《左氏章旨》已佚，僅存

《春秋後傳》可得，後人尚能從中掌握陳傅良《春秋》學的梗概。 

目前學界多已看出陳傅良《春秋》學與「通世變」的關係，例如黃

覺弘說：「陳傅良不僅繼承薛季宣『通世變』精神，更是將『通世變』

作為至關重要的《春秋》大義。」13趙伯雄認為陳傅良「主張對《春秋》

所歷二百四十二年做歷史的考察，根據『世變』來理解經義。」14李建

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亦指出：「陳氏治經，又反對一些經

學家以例言《春秋》的陋習，而主張根據『世變』來理解經義。……正

是著眼於歷史發展的大勢，正是欲以史眼來探《春秋》經義。」15因此

我們若要分析永嘉學派和《春秋》世變的論題，可以聚焦在陳傅良《春

 
10 宋•戴溪，《春秋講義》（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8，《叢書集

成續編》本），卷 4 上，頁 168。 
11 王禕，《王忠文公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叢書集成初編》本），

卷 3，〈送顧仲明序〉，頁 61-62。 
12 宋•蔡幼學，〈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載宋•陳傅

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

附錄二，頁 697。 
13 黃覺弘，《唐宋《春秋》佚著研究》，頁 260。 
14 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頁 546。 
15 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8），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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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後傳》一書，體察永嘉學派《春秋》學的特色，進而釐清永嘉學派與

其他學派之間的幾何交集，勾勒清楚的輻輳與聚散。 

二、伯業更迭：陳傅良「《春秋》世變」的比事推演 

李劍鳴《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說：「在史學史上，敘事一般都不

是單純的『就事論事』，而具有一定的解釋功能。因為任何歷史敘事都不

僅限於陳述事實，對史事的選擇本身就帶有解釋的意向，何況敘述一般都

包含著敘述者對事實之間的聯繫及其意義的判斷，特別是對因果關聯的

說明。」16如果歷史敘事本身就是一種歷史解釋，那麼孔子《春秋》筆削

魯《春秋》就是透過整理國史冊文，藉由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史記」表

達他的意義判斷，甚至帶有批評精神，17陳傅良《春秋後傳》亦是如此。 

借取元代程端學（1278-1334）所言：「夫《春秋》有大屬辭比事，

有小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

十年之事而比觀之。」18陳傅良通貫經文的前後本末、上下終始，採取

屬辭比事以綴輯春秋世變的歷史敘述。在大的比事框架中，可以橫跨百

年來的時間變遷，例如： 

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

之所以終始也。（卷1，頁12124） 

書齊、鄭盟於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於鹹以志諸侯之散，

是《春秋》之終始也。（卷1，頁12126） 

 
16 李劍鳴，《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頁 315。 
17 戴景賢說：「自有孔子之筆、削，其性質始由原初意義之『史記』，轉而
成為帶有『批評精神』（critical spirit）之『纂史之學』。」見戴景賢，〈論
宋代經史學發展之類型、樣態、取徑、議題與其所形成之特殊之文獻之學〉，

《文與哲》第 28期（2016.6），頁 87。 
18 元•程端學，《春秋本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春秋本義通論〉，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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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

以終始也。（卷11，頁12213） 

以隱公至定哀的會盟，或是隱公到定公的渝平，判斷為《春秋》始末之

起訖，確實能將參伍懸遠、散漶橫梗的事迹彼此統繫，19而目光集中於

諸侯聚散正亦應合樓鑰概括《後傳》的歷史敘述： 

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

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

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

《春秋》終矣。20 

《後傳》主要勾勒從春秋之初，諸侯始不尊周王，淪為伯者相競；再到

春秋之末，中國諸侯久無伯者，形成蠻夷爭勢的局面，並提舉「無王」

至「無伯」的歷史解釋：「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

衛為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卷12，頁12216）揭示這些國家對春秋世變的影響，而其中的始作俑者

就是鄭莊公。《後傳》曰：「宋、魯、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

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卷

1，頁12128）陳傅良最不滿鄭莊公，謂「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

（卷8，頁12183），直指「東周之不競，鄭莊公為之也」（卷2，頁12133），

糾舉他對中國造成的傷害。所以像《春秋》隱公十年：「公會齊侯、鄭

伯于中丘。」陳傅良發義：「墮天子之令於是始也。……鄭有志於叛王

而合諸侯，故無王命而私會齊、魯，齊、魯亦無王命而私會於鄭，而後

諸侯之師始衡行於天下。」（卷1，頁12128）此年中丘之會既已呈顯志在

叛王的私意，也能端見周室綱紀解紐、揆柄下移之肇始，因此「夫子之

作《春秋》於隱桓莊之際，唯鄭多特筆焉」（卷1，頁12126），既已突顯

 
19 張高評定義屬辭比事曾提到：「史事之有漸無頓，良非一朝一夕之故，是

以辭文之散漶橫梗者，宜統合連屬之；載事之參伍懸遠者，當比次類及之。」

見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臺北：

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2016），頁 44。 
20 宋•樓鑰，《攻媿集》，卷 51，〈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旨序〉，頁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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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莊公在春秋「無王」世變歷程的關鍵，又能回歸聖人《春秋》的筆法

寓意。 

至於小的比事架構，陳傅良指導賈端老治學時曾強調：「《左傳》

且熟讀，見得隱桓以前、僖文之際、哀定終篇，無慮三變綱目，則成書

舉矣。」21大抵將《春秋》分為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三大階

段，每個階段主要是開陳霸統之興衰，圍繞鄭莊、齊桓、晉文、晉靈、

晉悼、晉平等伯主更迭，屬於微觀式的歷史敘述與解釋。例如僖文宣成

時期，自齊桓、晉文之後，華夏諸侯漸已失去伯主，當晉靈公失伯，楚

莊王更迅速崛起，中原長達三十多年沒有諸侯能與楚抗衡。陳傅良將目

光置於楚莊伯業的發展： 

《春秋》宣公元年：晉趙盾帥師救陳。 

《後傳》：書救陳何？楚由是始伯也。（卷7，頁12177） 

 

《春秋》宣公九年：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後傳》：書救鄭何？楚伯也。（卷7，頁12179） 

 

《春秋》宣公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後傳》：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初予楚以伯也。（卷7，頁

12179） 

 

《春秋》宣公十二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後傳》：人自為盟，自鹿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

何？中國久無伯也。（卷7，頁12180） 

這四則經文分屬戰爭與盟會的主題，但《後傳》統一扣緊於楚莊伯業之

下，闡發始伯之際、聖人予伯、中國無伯等觀點。 

 
21 宋•陳傅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35，〈答賈端老〉，

頁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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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襄昭定哀時期，《春秋》襄公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

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宋代學者討論此經文集中於大夫稱「人」

之因，22或是像孫復、劉敞、黃仲炎解釋魯襄公為何不參加邢丘之會，23

但陳傅良從「楚遂不競而晉復霸」（卷9，頁12189）的角度出發，除了也

提到大夫稱人是「不以大夫敵盟主」（卷9，頁12191），更直接揭櫫：「自

同盟于戚而大夫與諸侯序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復予晉以伯也。」

（卷9，頁12191）明顯結合《春秋》成公十五年「公會晉侯、衛侯、鄭伯、

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之經文，從大夫與諸侯共

同序列的書法肯定晉悼公再次復伯，安定夷夏。 

而「晉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卷9，頁12197），晉國從襄公二十七

年宋之會後再也無法主盟稱伯，陳傅良於盟會經文中多註明這類發展： 

《春秋》襄 公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

宋災故。 

《後傳》：晉不足以為盟主也。（卷9，頁12199） 

 

《春秋》昭公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後傳》： 晉之不自強於主盟，由重丘而後皆大夫爾。（卷10，

頁12204） 

 
22 如胡安國曰：「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張洽亦云：「《春秋》

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未有不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

交，而革霸者苟且之政也。」見宋•胡安國撰，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卷 21，頁 347。宋•張洽，《春秋集註》

（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通志堂經解》本），卷 8，頁 13280。 
23 孫復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微

弱，政在季氏故也。」劉敞曰：「公在也，曷為大夫會晉侯？公反矣而未

至也。」黃仲炎曰：「公在晉而季孫宿會晉侯，蓋襄公微弱，權在季孫故

也。」見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5，《通志堂經解》本），卷 9，頁 10897。宋•劉敞，《春秋劉氏傳》

（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通志堂經解》本），卷 10，頁

11029。宋•黃仲炎，《春秋通說》（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通志堂經解》本），卷 10，頁 1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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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昭 公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

鄟陵。 

《後傳》：晉不復主盟矣。（卷 10，頁 12208） 
 

晉國不振，諸侯幅裂，夷狄有機可乘，迭制天下政事，所以《春秋》昭

公四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

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想掩飾弒君之迹，遂

於此年會諸侯於申。孫復認為是年乃「楚子大合諸侯于此也」，24陳傅

良更進一步說道：「楚初專合諸侯也。……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於此

時者也」（卷10，頁12201）、「申之會，夷夏之大變也」（卷10，頁12201），

楚國權勢也在此會獲得確立，之後中國無伯，華夏秩序受到嚴重威脅，

以致《春秋》定公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陳傅良《後傳》主

張：「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

伯也。」（卷11，頁12213）續次百年前文公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經文，仍以「中國無伯」為書法指歸，而多次發嘆：「昭定之《春秋》，

吳、楚爭而后越入中國」（卷11，頁12212）、「昭、定、哀之《春秋》

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卷9，頁12197），華夏儼然已淪為夷狄交爭的

競技場。 

沈玉成《春秋左傳學史稿》提到：「全書（《春秋後傳》）不斤斤

於書例，而是重視對史實的分析、排比，例如把春秋魯國十二公分為三

個時期，指出三個時期的特點，從猶知有天子到知霸而不知王，再到蠻

夷之侵陵中原。」25從排比史實來說，陳傅良序列事件能解決經文星散

參錯所造成的閱讀侷限，26亦使比事之發用有更明確的位體，達到條分

 
24 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頁 10907。 
25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頁 239-240。 
26 張高評考察了屬辭比事的優點，其中一項就是能救經文編年之漶散。見張

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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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繫、經緯部別的綴敘意義。但更重要的是，不論從宏觀或微觀的取徑

角度分析史事，舉凡春秋之世道升降、華夏盛衰、列國離合皆與「伯業

更迭」休戚相關，陳傅良將「伯業更迭」作為《春秋》世變的解釋主體，

從中推明興衰、收離、起伏、聚散之狀，內在推演亦寓含陳傅良個人的

意義判斷與批評精神。 

三、陳傅良「世變」視域的詮釋進路與特點 

金惠敏說：「致力於文本某一方面的闡釋儘管在這一方面內部只是

說明了其工作範圍或對象，但在面對文本整體並擬展開闡釋時，選擇某

一方面作為入口或路徑實際上就已經是一個方法行為了。選擇某一方面

即選擇一個透視角度，而透視角度眾所周知即是方法。」27以「世變」

詮解《春秋》並非陳傅良新創，金華學派呂祖謙、永嘉學派薛季宣早已

選擇「世變」為透視角度。而呂、薛、陳三人同屬浙東學術集團，在這

「共相」的視域中是否有其「殊相」？雖然「經典解讀者都不是也不可

能成為一個空白『無自性』的主體」，28有歷史性的照映意義，但若是單

純軌轍其迹，不能獨闢蹊徑，解釋者如何競秀於千巖、爭流於萬壑之上？ 

（一）「譬喻」式的興發活動 

呂祖謙身為浙東地區重要的學術領袖，陳傅良曾向呂祖謙問學，兩

人多有互動，29他們闡釋《春秋》經傳最大的共通點是在研讀方法。呂

 
27 金惠敏，《後現代性與辯證解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頁 21。 
28 黃俊傑，〈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論解經者的「歷史性」及其相關問題〉，

《臺大歷史學報》第 24 期（1999.12），頁 8。 
29 《宋陳文節公傅良年譜》記載：「六年庚寅，三十四歲，東還過都城，與

廣漢張公栻、東萊呂公祖謙友善，秋入太學。」陳傅良時與張栻、呂祖謙

論學，「二公亦喜得友，恨見公之晚」。《呂祖謙全集》現存九封東萊先

生寫給陳傅良的書信，內容多是治學的提點與勉勵，例如：「近思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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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謙〈看左氏規模〉曰：「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

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

乎其大』者。」30強調閱讀必須具備綱領式的歷史規模，鉤稽人事的升

降、盛衰、治亂、變遷之本末，如同他在〈門人集錄史說〉引列子回答

壺丘子看史之法，強調「觀變」的重要性，31這項思維正對應《春秋後

傳》「詳閱世變」的特點。其次，東萊也主張讀《左傳》「須分三節看，

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際是一節，五霸既衰之後是一節」，32

亦將《左傳》三十卷畫為三節：第一卷開始到第三卷莊公九年齊桓公初

起時、莊公九年到定公四年召陵之盟、召陵之盟至卷末又是一節，而「霸

主迭興」則是貫串三節的支線，33陳傅良《春秋後傳》的研讀模式正與

呂祖謙雷同。34 

 
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

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以上引文分見清•孫蕖田，《宋陳文節

公傅良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頁 11。宋•蔡幼學，〈宋

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載宋•陳傅良撰，周夢江點校，

《陳傅良先生文集》，附錄二，頁 690。宋•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

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卷 10，〈與陳君舉〉，頁 463。 
30 宋•呂祖謙，《左氏傳說》，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

〈看左氏規模〉，頁 1。 
31 呂祖謙〈門人集錄史說〉曰：「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

對曰：『人之所游，觀其所見；我之所游，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為看史

之法。』」見宋•呂祖謙，《麗澤論說集錄》，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

《呂祖謙全集》，卷 8，〈門人集錄史說〉，頁 218。 
32 宋•呂祖謙，《左氏傳說》，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

卷 2，〈齊小白入于齊〉，頁 14。 
33 宋•呂祖謙，《左氏傳續說》，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

〈左氏傳續說綱領〉，頁 2。 
34 康凱淋分析呂祖謙「觀變」模式對陳傅良的影響：「（陳傅良）由春秋歷

史的分合，反覆開陳霸統興衰的時勢，透過歷史敘述與解釋以紀春秋伯業

興廢、強弱并吞的世運遷流，與呂東萊背後的解讀思維是一致的。換言之，

止齋治經總綱『通世變』雖然淵源於史遷，但在處理《春秋》經傳的細則

中，呂祖謙的影響卻更為顯著。」見康凱淋，〈陳傅良《春秋後傳》的解

經方法〉，《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89 期（2018.5），頁 51-52。 



永嘉學派與《春秋》世變─以陳傅良《春秋後傳》為例 177

蔣年豐曾提出一套「興的精神現象學」，落實在解釋《春秋》經傳

的思維方式中，以讀者解讀經典文本的語言現象，進而表達興發活動，35

林維杰將蔣氏所言統攝成「譬喻」和「象徵」兩條進路： 

如果歷史人物的角色是譬喻，則「譬喻」的作用乃是使讀者的關

注由歷史人物過渡到詩篇的微言大義，但「象徵」則使得讀者關

注在歷史人物，並從此類人物的故事敷衍中聚焦地闡揚詩篇意

旨。36 

陳傅良關注鄭莊、齊桓、晉文、楚莊、晉悼等歷史人物，在這類伯主的

「譬喻」上過渡到麟經的微言大義，所以人物行事的成敗因果並非關

鍵，重點在於該如何從霸統興衰的過程探看《春秋》夷夏之辨、君臣之

分。37比方《春秋》中的晉悼公，陳傅良《後傳》多從經文觀察晉悼公

復伯的情勢： 

《春秋》襄 公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

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後傳》： 悼承厲公之烈，……而五國之大夫猶未以其眾會韓厥

之師，是有待也，亦以見再伯之難也。（卷9，頁12189） 

 

《春秋》襄公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後傳》： 莊王卒，以大夫盟諸侯，納宋魚石，殺公子側、公子

申、公子壬夫，楚遂不競而晉復霸。（卷9，頁12189） 

 

 
35 蔣年豐，〈從「興」的精神現象論《春秋》經傳的解釋學基礎〉，《文本

與實踐（一）：儒家思想的當代詮釋》（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0），頁 99-149。 
36 林維杰，〈象徵與譬喻：儒家經典詮釋的兩條進路〉，《中央大學人文學

報》第 34 期（2008.4），頁 15。 
37 《春秋後傳》曰：「《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見宋•

陳傅良，《春秋後傳》（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通志堂

經解》本），卷 9，頁 1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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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襄 公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

邾人于邢丘。 

《後傳》： 自同盟于戚而大夫與諸侯序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

復予晉以伯也。（卷9，頁12189） 

 

《春秋》襄公十年：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後傳》： 楚數救鄭矣不書，於是始書，以為晉悼復伯，楚欲救

而不能也。（卷9，頁12189） 

聖人透過不同的經文書法表達晉悼難伯、復伯、予伯的歷史解釋，而且

揭示晉悼伯業對華夏最深的影響就是大夫開始專盟，不遵諸侯之命。38 

但呂祖謙則著重於「象徵」，品評人物行事的心理因素、道德價值

或生命精神，找出「普遍性」和「妥當性」的特點，39作為《春秋》教

的歷史教訓，因此他從各個層面討論晉悼稱伯的原因、影響與得失： 

若論事勢，晉自襄公來，權柄浸移臣下，至靈公之弑，臣下之權

漸重，到得厲公既弑之後，最是難為時節。然悼公即位之後，自

朝廷至於田野，曠然大變，使復見文公之威儀綱紀。此見得悼公

得要領處。……是知霸業之所以興者，一則明要約，……二則立

威令，……三則布恩惠，……四則定規模，……五則舉賢才，……

晉悼公之所以霸，其規模根本皆在於此。40 

 
38 《春秋》襄公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後傳》曰：

「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為之也。」又云：「襄昭之際，

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見宋•陳傅良，《春秋後傳》，

卷 9，頁 12189、12193。 
39 蔣年豐援引徐復觀述及興象與《春秋》之語：「歷史的特性，是一個人、

一件事，決不會再度呈現。由此可以了解，孔子作《春秋》以為百世法，

此時《春秋》中人物的言行，亦必破除其特定的時間空間與具體人物個性

的限制，而把其中所蘊含的人的本質與事的基義，呈現出來，使其保有某

種普遍性與妥當性。於是歷史上具體的人與事，此時亦成為此普遍性與妥

當性的一種象徵。」見蔣年豐，〈從「興」的精神現象論《春秋》經傳的

解釋學基礎〉，《文本與實踐（一）：儒家思想的當代詮釋》，頁 122。 
40 宋•呂祖謙，《左氏傳說》，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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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公天資易曉，無固必處，晉之所以霸。……以春秋時論之，似

悼公資質已難得，在後世獨有漢高帝。二君皆無意、無必。當其

觸物，髮上衝冠，不可止遏。及其事過，毫髮不留。此二人有過

人資質。41 

悼公初立，方其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固已能攬權柄，使上

下知所畏，到此為之一新，固是得之大。……以悼公之霸，一時

收晉國之權，及細考之，政在臣下，君弱臣強，根本之患，元不

曾除去。……悼公自以在自家粗可以辦事，止論目前，不能深憂

遠慮，此是悼公大失，後不免至於六卿分晉。正如唐宦官之盛，

敬宗、文宗皆不能去。42 

藉由晉悼述及霸業興盛的條件，也與漢高帝、唐敬宗、唐文宗相較，突

顯晉悼公霸業規模與得失，這類品評方法正如李建軍所言：「呂祖謙論

析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時，常常將情況相近或相似的人、事進行比照，

然後從比照中推繹出結論。」43善於以「縱橫對比」推源人事，眼光不

侷限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時限，俯仰古今，稽參前後，再評論箇中治

忽之道，內容較具開展與延伸。44 

 
卷 7，頁 84-85。 

41 同前註，頁 86。 
42 同前註，頁 89-90。 
43 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頁 385。 
44 不過我們必須注意，陳傅良《後傳》是詮解《春秋》經，呂祖謙《左氏傳

說》、《左氏傳續說》針對《左傳》而發，經典文本的取材對象不一；而

且呂祖謙完全將《左傳》視作史書性質，謂史有二體，《左傳》是編年體

之始，又謂：「學者觀史各有詳略，如《左傳》、《史記》、《前漢》三

書皆當精熟細看，反覆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將《左傳》和《史》、《漢》

並列，談到觀史之方，純然以史學為研究取向，興發活動勢必隨著開啟門

徑而有深淺廣狹的差異。參見宋•呂祖謙，《麗澤論說集錄》，載黃靈庚、

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卷 8，〈門人集錄史說〉，頁 218。宋•呂

祖謙，《左氏傳續說》，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左

氏傳續說綱領〉，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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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世變」裁擇《春秋》的語言現象 

回到永嘉學派內部的學術系統，薛季宣是「《春秋》世變」重要的

奠基者，今人黃覺弘曾結合薛季宣〈春秋經解自序〉、葉適〈溫州新修

學記〉等文章，歸納薛季宣解經大要，其中就提到：「薛季宣『通世變』

的解經宗旨，奠定了永嘉學派《春秋》學之基礎，至其弟子陳傅良遂發

揚光大。」45點明薛季宣、陳傅良二者學術承變的關係。我們查看現今

薛氏所存著作內容，46的確能看到「世變」之語，47也會發現對「伯業更

迭」的關注： 

《春秋》文 公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

人，救鄭。 

《經解》： 城濮之役，鄭無楚患者十有五歲，待伐而後救之晚矣，

于以見中國之無賢方伯也。48 

 

《春秋》文公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經解》： 書楚子使椒何？無賢方伯，荊蠻稍知用夏，駸駸乎列

大國之上。49 

華夏未見霸主，楚國遂有機會竄升，騷虐中原，陳傅良《後傳》亦曰：

「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卷6，頁12171），察看視角與薛季宣相同。 

 
45 黃覺弘，《唐宋《春秋》佚著研究》，頁 257。 
46 薛季宣《春秋經解》、《春秋經解指要》雖佚，但在他文集中還保有〈春

秋經解自序〉一文，再加上今人黃覺弘輯考薛季宣經說佚文一百七十二條，

有助於我們掌握薛氏《春秋》學的梗概。見黃覺弘，《唐宋《春秋》佚著

研究》，頁 250-255。 
47 例如《春秋》隱公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薛季宣曰：

「盟逮于戎，世變之甚。」見元•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頁 42-43。 
48 同前註，卷 15，頁 387。 
49 同前註，頁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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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薛季宣也採取連綴比事，推演《春秋》世變，例如《春秋》

哀公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薛氏曰： 

昭十二年，楚人伐徐之歲，楚虔方熾，而書晉伐鮮虞。十五年，

楚寇少安，不能輯睦中夏，而荀吳伐之。定四年，召陵罷會，楚

有可乘之機，而士鞅及衛孔圉伐鮮虞。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

伐鮮虞，於是盡失諸侯，又有趙鞅之伐，則晉霸業之衰皆由陪臣

封殖，貪伐鮮虞故也。50 

總計統合昭公十二年「晉伐鮮虞」、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定

公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五年「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哀公五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等五則經文，縱越四十年間晉國克制鮮

虞的歷程，歸納卿士陪臣坐自封殖、聚斂貪貨，導致晉昭公、晉頃公、

晉定公霸業衰替；而陳傅良更進一步賅括成襄時期，晉國連年討伐鮮

虞、白狄、赤狄，端見「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卷10，頁12203），亦

可補證薛氏所言。 

不過更重要的是，雖然薛季宣也採取比事推演、通貫經文的解經方

法，卻會著眼於「典制事務」，這是陳傅良《春秋後傳》缺少的切入角

度。比方魯莊公在位之際，薛季宣就從築城等禮度一事批評莊公： 

莊公六年後，無麥苗、大無麥禾、螟麋蜮蜚相繼而有，大水者三，

中君尚當少警，而公之軍旅盟會未嘗休息，至於侈心一起，因娶

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之時築郿，次年新廐城諸、防，去年三

築臺而不雨，今又城小穀，平歲猶不可，況饑而輕用民力乎？51 

鈎稽莊公六年到三十二年的經文，會通連串的解讀模式也落實在陳傅良

《春秋後傳》，只是陳傅良目光集中於王命不行、齊桓圖伯，較不關注

魯莊公築城等事宜，但薛季宣則會聚焦在「典制事務」，這應合「其學

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的治學綱領。52呂祖謙就肯定薛季宣「於

 
50 同前註，卷 29，頁 732。 
51 同前註，卷 9，頁 237。 
52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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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務二三條，如田賦、兵制、地形、水利，曾下過工夫，眼前殊少見其

比」；53陳傅良亦強調薛氏「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

務通於今」，54具備「實用」治世的指導方針。55當然，陳傅良也關注制

度考證，只是研究《春秋》經傳選擇扣緊「伯業更迭」，以印證制度紀

綱隳壞的後果，56寓有另外的側重和目的，這也是薛、陳二人發揮「《春

秋》世變」的差異之一。 

第二，雖然薛季宣、陳傅良闡釋「《春秋》世變」皆屬於譬喻式的

興發活動，但陳傅良有意積極調和「世變」與「屬辭」，揭櫫經文筆削

背後的去取用意，使「世變」更能貼合麟經語境，而基於書法的「世變」

又可形成縝密有據的命題。例如前文列舉《春秋》文公九年：「楚人伐

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薛、陳二人詮解如下： 

《經解》： 城濮之役，鄭無楚患者十有五歲，待伐而後救之晚矣，

于以見中國之無賢方伯也。57 

《後傳》： 兵將嘗書大夫，此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也，曷為

貶稱人？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卷6，頁12171） 

同樣梳理出「伯業更迭」的世變歷程，陳傅良則進一步納入大夫稱「人」

的褒貶義法，有別於薛季宣的觀察模式。又如《春秋》文公七年：「秋

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後傳》亦曰：「垂隴嘗書士縠而

 
（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52，〈艮齋學案〉，頁 1690。 

53 宋•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

集》，卷 7，〈與朱侍講書〉，頁 412。 
54 宋•陳傅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51，〈右奉議郎新

權發遣常州薛公行狀〉，頁 644。 
55 樓鑰評價：「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惟薛氏後出，加以考訂千

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

施之實用。」見宋•樓鑰，《攻媿集》，卷 95，〈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

陳公神道碑〉，頁 1323。 
56 康凱淋提到：「如果《周禮》是制度面的理論，那麼《春秋》中君道從『無

王』到『無伯』的興衰沿革則是事例的最佳印證：一旦三綱隳壞、君道淪

喪，最終會走入夷狄爭勢的局面。」見康凱淋，〈陳傅良《春秋後傳》的

解經方法〉，《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89 期（2018.5），頁 62。 
57 元•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 15，頁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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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諸侯，此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也，則何以不序？晉始失伯也。」（卷6，頁12170）將經文不序列所會諸

侯之書法，導向晉靈公失伯不競。《春秋》文公十年：「楚子、蔡侯次

于厥貉。」陳傅良認為聖人書「次」是「楚之欲圖伯而未集」（卷6，頁

12170），亦以「伯業更迭」為經文書法之歸趨，一再顯示將「世變」織

聯到經典文本中的語言現象，58和其他學者先從經文自身的敘事語言歸

納內在指涉的方法截然不同。59 

 
58 因此經文中任何字詞都可作為世變的註解，例如《春秋》桓公十四年：「宋

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陳傅良從「以」字抉發伯業始興：

「伐未有言以者，則其言以何？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也。……書以，此伯之

所由興也。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以者，書以者，必中國用夷狄者

也。」又如《春秋》文公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陳傅良曰：「此其言遂何？齊始敗夏盟也。晉文公卒，襄公能合諸侯；靈

雖不競，而新城之盟諸夏汲汲焉固結之，則猶有屬也。而齊獨為亂階，執

天子之使，加兵於魯，於是伐曹，晉遂不競而諸侯貳，故悉書之也。」兵

事書「遂」必關乎天下，「遂」字意指齊國生事，破壞華夏團結，導致晉

靈公無法內合諸侯、外抗夷狄。見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 2，頁

12136；卷 6，頁 12174。 
59 以《春秋》文公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經文為例，南宋呂大圭《春

秋或問》發義：「楚子、蔡侯之次，何也？曰：《春秋》伐而書次者，若

齊率諸侯以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書次者，如齊師次于聶北救邢是也。師

而書次者，如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會伐而書次者，仲孫蔑會齊

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是也。凡書次者必有兵，楚子、蔡侯之次

于厥貉，蓋亦兵次也明矣。然不書伐、不書師則其兵之未加乎中國也，其

書次則有窺中國之志矣。……蓋楚自城濮之後不敢萌心以窺中國，襄公沒、

靈公幼而後楚宥伐鄭之舉、聘魯之事，然則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者，正其

窺中國之始也。」先結合和「次」相關之經文：伐而書次、救而書次、師

而書次、會伐而書次等，認定書「次」必出兵，再延伸至「書次則有窺中

國之志」、「正其窺中國之始」的歷史解釋，明顯先榫接語言現象，再揭

櫫興發活動。見宋•呂大圭：《春秋或問》（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1985，《通志堂經解》本），卷 14，頁 1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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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路線之爭：朱熹對陳傅良「《春秋》世變」的批評 

前文已說明「世變」是永嘉學派的治學宗旨與核心精神，他們將「世

變」融貫於《春秋》經解，箇中的運用模式並未間斷，彷彿作為一項通

則，彼此依存與傳衍。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人事發展極其複雜，

交相離合、張弛、絕續與代興，在這世變推移的歷程中，永嘉學者選擇

「伯業」為歷史脈理，眼光扣緊諸侯初伯、失伯、復伯、無伯等興衰，

如陳傅良在〈答賈端老四〉信中所言：「《春秋》固是聖人經世之用，

要其託史見義，以五霸為據案。」60止齋弟子曹叔遠（1159-1234）於南

宋紹熙二年（1191）向朱熹問學時，61也述及他跟隨陳傅良研治《春秋》

學的重點：「讀《春秋》，便理會所以待伯者與奪之義。」62不斷顯現

「《春秋》世變／伯業」是永嘉學派重要的經典解釋。 

然而經典解釋並非封閉獨立地存在於文本之中，它是一個歷史的存

在，在同個時代可能會造成廣泛的影響。李弘祺說：「思想如果放在更

大的範圍加以觀察，把思想看做是人對他本身環境的認識和意識上的反

應的話，那麼我們應該能因此看出歷史現象如何塑造了個人的思想，以

及思想如何決定人面對其環境。」63永嘉學派並非南宋唯一的學術社群，

他們處在緊密的學術網絡當中，和各家的交會都具有政治、社會、學術

等複雜的因素，若將目光轉向其他學術社群，就可看到各家對經典文本

有不同的創造與制約，例如攻擊浙學甚烈的朱熹： 
 

60 宋•陳傅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35，〈答賈端老四〉，

頁 456。 
61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卷下，

頁 1204。 
62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載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

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卷 120，頁 3785。以下援引朱熹著作皆此版本，不另一一作註。 
63 李弘祺，〈試論思想史的歷史研究〉，載韋政通編，《中國思想史方法論

文選集》（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7），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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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作，不為晉國伯業之盛衰。……正誼不謀利，明道不

計功；尊王，賤伯；內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旨，不可

不知也。64 

今之治《春秋》者，都只將許多權謀變詐為說，氣象局促，不識

聖人之意，不論王道之得失，而言伯業之盛衰，失其旨遠矣！65 

看已前《春秋》文字雖觕，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

近來止說得霸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66 

呂祖謙身為孝宗乾道、淳熙年間重要的學術領袖，67在浙學間的影響甚

大，他透過「史學」的角度詮解《左傳》，有鮮明的史學色彩，68但朱

熹多次表達質疑或不滿之語：「呂伯恭愛教人看《左傳》，某謂不如教

人看《論》、《孟》」69、「呂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70更

多次批評左氏乃「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是一個審利害之幾，

善避就底人」、「見識甚卑」，71《左傳》一書「皆功利之說」，72所以

 
64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頁 2867。 
65 同前註。 
66 同前註。 
67 田浩就認為：「從 12 世紀 60 年代末期到 1181 年他（呂祖謙）去世十幾年

裡，他其實是道學最重要的領袖。」見美•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南

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頁 82。 
68 學界皆已評斷呂祖謙《左傳》學有此特點，例如趙伯雄說：「呂祖謙正是

把《左傳》看做是史書的。……他不是糾纏於書法、義例之中，而是著眼

於歷史發展的大勢，從歷史事實中去發掘、頓悟，進而闡釋義理。」戴維

《春秋學史》亦稱：「呂祖謙這種讀《左傳》的整體把握方法，與那些局

於義例者大異其趣，有將《左傳》作為史鑑來讀的傾向。」李建軍《宋代

《春秋》學與宋型文化》也說：「呂祖謙習治《左傳》，不管是其閱讀、

品評《左傳》時採用的觀史、論史的視角，還是其考索、研究《左傳》時

採用的考史、鑑史的維度，都體現出一種鮮明的史學取向。」各家在這方

面取得一定的共識。見趙伯雄，《春秋學史》，頁 551。戴維，《春秋學史》，

頁 378。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頁 394。 
69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頁 2838。 
70 同前註，卷 104，頁 3433。 
71 同前註，卷 83，頁 2838-2839。 
72 同前註，頁 2840。 



東華漢學•第30期•2019年12月 186

朱熹基於義利的角度，反對伯業盛衰的討論，73明顯是針對以呂祖謙為

首的浙學集團而發。 

再者，朱熹又曾訓示門人： 

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之別，直見得透，卻旋旋下工夫；

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

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

比見浙間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

孔子置在一壁，卻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箇是盛

衰之由，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己甚事？你身己有

多多少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卻來說甚盛衰

興亡治亂，這箇直是自欺！74 

他非常強調道德的自我修養，文中「明辨為己為人之別」實際上就是「仁

義禮智」的具體落實，75主張治學須先抓住本原，先正路頭，自有辦法

周遍群書，這套本源就是存於《論》、《孟》之中：「蓋為學之序，為

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

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76浙學推許《左傳》、《史記》

根本是顛倒治學途徑。所以當曹器遠原本好讀伊洛諸書，但求教陳傅良

 
73 劉德明分析：「在朱子以義利判定王霸的標準下，不論是齊桓公或是晉文公，

都是出於功利的私心，因此齊、晉的所有過程與成就在『不義』的標準下，都變

得無足深論，故言：：『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大約也因為如此，朱子認

為若不能深切掌握以『利／義』做為核心價值分判標準，反而用心在探索齊

桓、晉文何以能完成霸業的詮釋方向都是錯誤的。」見劉德明，〈「王霸

之辨」在《春秋》解經中的運用與反省─以朱熹及張洽的觀點為核心〉，

《中正漢學研究》第 27 期（2016.6），頁 125。 
74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14，頁 3612-3613。 
75 朱熹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只趯著腳指頭便是。

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

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道理之流行；

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見宋•朱熹著，宋•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載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卷 121，頁

3836-3837。 
76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35，〈答呂伯恭〉，頁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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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別有新悟，認為單純理會「道理」易流於空虛之弊，77朱熹對此

深感不安：「向見伯恭亦有此意，卻以《語》、《孟》為虛著。《語》、

《孟》開陳許多大本原，多少的實可行，反以為恐流於空虛，卻把《左

傳》做實，要人看。殊不知少間自都無主張，只見許多神頭鬼面，一場

沒理會，此乃是大不實也！」78門人問《左傳》疑義，朱熹也直斥：「公

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

有甚麼道理？縱有，能幾何？所謂『棄卻甜桃樹，緣山摘醋梨』！天之

所賦於我者，如光明寶藏，不會收得；卻上他人門教化一兩錢，豈不哀

哉！」79因此朱熹反對《春秋》、《左傳》伯業盛衰的討論，背後動機

實際是矯正時人治學次第的錯亂。 

不過，我們也必須注意，朱熹並未反對「世變」，他曾就陰陽之氣

的運行規律歸納人類歷史：「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

尋，理之常也」，80以讀《左傳》「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

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81並認為：「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

要見世變。」82體察歷史因革仍以「事勢之變」為原則。83但讓朱熹不滿

的是，陳傅良在歷史世變中獨以五霸為據案，將聖人與奪的標準建立於

《春秋》伯業的得失，明顯失去證立道德教訓的目的，偏離了儒家道德

學，完全失去「道德判斷」與「普遍理則」，84最後的經解盡流於「功

 
77 曹器遠言：「少時好讀伊洛諸書。後來見陳先生，卻說只就事上理會，較

著實，若只管去理會道理，少間恐流於空虛。」見宋•朱熹著，宋•黎靖

德編，《朱子語類》，載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卷 120，頁 3785。 
78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20，頁 3785。 
79 同前註，卷 121，頁 3836。 
80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 6，頁 330。 
81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頁 2837。 
82 同前註，卷 66，頁 2185。 
83 許松源就主張：「（朱熹）認為『世變』乃是理解《春秋》經義的基礎，

《春秋》之旨與其褒貶之義，只有置於『世變』的脈絡當中才能凸顯其所

關注的特定問題，以及經解上可行的取徑。」見許松源，《經義與史論

─王夫之《春秋》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8），頁 145。 
84 黃俊傑分析儒家論述中，具體的歷史事實和抽象的普遍理則是相互綰合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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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語：「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85、「浙間只是權譎

功利之淵藪。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為害不小」86、「今人作《春秋》

義，都只是論利害」87。 

另外，學界已點出朱熹「先經後史」的觀點，錢穆就說：「朱子教

人為學，先經後史，亦承襲二程教法。……其主治經而必及於史，則是

朱子獨有精神也。」88《朱子語類》也有非常多的內容可證，和永嘉學

者向來被視為「經史並重」的治學特點確實不同。但若更聚焦來看，經、

史典籍的切入失當屬於外緣方法，內在理路失於博雜而不能返約亦是一

大問題。朱熹屢次批評呂祖謙：「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

守約恐未也」、89「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閫範》之作，指意極佳，然

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90而《朱子語類》記載一則朱熹與其弟

子滕璘（1150-1229）討論陳傅良治《春秋》的對話： 

問：「《春秋》如何說？」滕云：「君舉云：『世人疑左丘明好

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

人但謂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貶。』」

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且書『奔秦』，

謂之『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為褒？昨說與吾友，

所謂專於博上求之，不反於約，乃謂此耳。是乃於穿鑿上益加穿

鑿，疑誤後學。」91 

 
透的，而且從歷史敘述之目的而言，儒家歷史學是一種道德學和政治學，

所以歷史敘述不僅是證明道德教訓的方法，也正是在建構儒家道德學，從

歷史人物的行為證立抽象普遍的哲學或道德命題。見黃俊傑，《儒家思想

與中國歷史思維》（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127-144。 
85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23，頁 3873。 
86 同前註，卷 94，頁 3168。 
87 同前註，卷 83，頁 2857。 
88 錢穆，〈朱子之史學〉，《朱子新學案》，載錢穆著，錢賓四先生全集編

輯委員會編，《錢賓四先生全集》冊 1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

頁 121-122。 
89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22，頁 3850。 
90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31，〈與張敬夫〉，頁 1334。 
91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23，頁 3863-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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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向來否定《春秋》一字褒貶，92當然不會認同陳傅良謂經文書「奔」

示貶，再者，學問必須「自博而反諸約」、93「雖說是博，然求來求去，

終歸於一理」，94若道理能參透，則經書的每字每句都是道理的流行，

天下事一名一件也都是道理之發見，95陳傅良治學都是「專於博上求之，

不反於約」帶來的負面影響，若要避免穿鑿上益加穿鑿，讀《春秋》必

得先反諸約、掌握理： 

問讀《春秋》之法。曰：「無它法，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準折

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

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

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交爭，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為是

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

見。看《春秋》亦如此。96 

問：「今欲看《春秋》，且將胡文定說為正，如何？」曰：「便

是他亦有太過處。……今理會得一箇義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

於義理者為是，不合於義理者為非。亦有喚做是而未盡善者，亦

有謂之不是而彼善於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

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

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卻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

去折衷。」97 

 
92 張高評總結朱熹對《春秋》義例的觀點：「朱子以為：《春秋》中爵位之

予奪，功罪之賞罰，一切出於直書其事，『孔子也予奪他不得』，故反對

義例褒貶之說。」見張高評，〈朱熹之《春秋》觀─據實直書與朱子之

徵實精神〉，載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經學研究會主編，《第八

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15），頁 389。 
93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08，頁 3512。 
94 同前註，卷 36，頁 1340。 
95 同前註，卷 121，頁 3836-3837。 
96 同前註，卷 55，頁 1318。 
97 同前註，卷 83，頁 2841-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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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德問《春秋》疑難，朱熹亦建議「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

可遍通矣」，98這是他秉持的治學精神與方法，所以朱熹雖對胡安國《春

秋傳》有所不滿，99但仍肯定他建立在「義理」之上的經解；100相對之

下，對「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101「（左

氏）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的特色則無法認同。102 

朱熹「義理」的內涵是與「天理」有關，高舉天理的普遍性，並將

三綱統攝於天理的範疇，由博返約的歷程最終是要貴約，進而守約施

博、以一馭萬。湯勤福分析：「（朱熹）他認為讀《春秋》、《尚書》

這類經過聖人之手者，就須理解其中蘊含著的天理；讀《左傳》、《史

記》之類史書，則需辨別何者違背天理，何者符合天理。」103這套路數

正與永嘉學派完全對立。 

陳傅良曾著《左氏章指》三十卷，與呂祖謙一樣，高度推許《左

傳》： 

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

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為一書也。……自夫

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之史與諸書之

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

錄也。104 

 
98 同前註，頁 2836。 
99 《朱子語類》記載：「問：『《春秋》，胡文定之說如何？』曰：『尋常

亦不滿於胡說。』」見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
頁 2847。 

100 朱熹曰：「胡文定義理正當」、「胡《春秋》大義正」、「或有解《春秋》

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

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見宋•朱熹著，宋•黎靖

德編，《朱子語類》，卷 83，頁 2840、頁 2845、頁 2834。 
101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頁 2838。 
102 同前註。 
103 湯勤福，《朱熹的史學思想》（濟南：齊魯書社，2000），頁 118。 
104 宋•陳傅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40，〈徐得之《左

氏國紀》序〉，頁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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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單從編年體的體例評論《左傳》，因為《左傳》採輯諸侯史記以發

明聖人筆削之旨，依經為傳，105讀者可經由《左傳》保存《春秋》不書

的內容，推尋麟經書法用意。106樓鑰肯定陳傅良《左傳》研究的成績：

「博極群書，而于《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

旨。」107又言：「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

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旨》一書，首尾專發此意。」108《左

氏章旨》就是落實這套解經方法，「於《左氏》以其所書證其不書，庶

幾善求筆削之旨」。109 

陳傅良對《史記》的評價亦甚高，深嘆此書湮沒無聞：「太史公書又

以接《尚書》、《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110

「蓋其融液九流，萃為一篇，罷黜雜論，自〈五帝紀〉以下，盛有依

據。……惜自班固看渠不過，妄有瑕摘，後生訟習，遂成牢談。千五百

年之間，此書湮晦」，111指導賈端老應將《左傳》、《史記》並讀，共

講其旨；又曾提醒高文虎（1134-？）註解《史記》「若能為發大意，不

必若諸家餖飣訓釋，亦千載美事」，112與朱熹認為「《史記》不可學，

學不成，卻顛了」的接受態度截然不同。113 

 
105 陳傅良曰：「蓋《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無非解剝經

誼，而非自為書。」見宋•陳傅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

卷 36，〈答薛子長〉，頁 468。 
106 陳傅良曰：「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表見其所書。」見宋•陳

傅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35，〈答賈端老〉，頁 455。 
107 宋•樓鑰，《攻媿集》，卷 95，〈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

頁 1328。 
108 同前註，卷 51，〈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旨序〉，頁 699。 
109 元•趙汸，《春秋左氏傳補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通志堂經解》本），〈左氏傳補注序〉，頁 14973。 
110 宋•陳傅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35，〈答賈端老〉，

頁 456。 
111 同前註，卷 35，〈答賈端老〉，頁 456。 
112 同前註，卷 37，〈與高炳如監丞〉，頁 475。 
113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39，頁 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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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雖已無法得知《春秋後傳》確切的著作時間，但從止齋

〈答張端士第二書〉可看到他晚年病榻前註解的辛勞：「某病軀日衰弱，

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啟手足之前，更加刪潤。則自有《春秋》

來，未有此書，可籍手見古人無作。」〈答張端士第四書〉亦記：「某

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裹之證也。萬事

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尚欠刪潤，不免就病中勉強。」114而

且據門人周勉所述，《後傳》是止齋生前未竟之作，學生在他過世以後

才整理完成，115可見陳傅良晚年註解《春秋》，心力盡傾於《春秋後傳》

之上。 

自南宋紹熙二年（1191）朱熹開始與陳傅良論學，也和陳傅良之弟

子曹叔遠辯論儒學理論及工夫，紹熙五年（1194）朱、陳發生廟制之爭，

慶元年間朱熹又駁斥陳傅良《周禮說》一書，兩方的學術觀點始終分

歧。116朱熹在慶元六年（1200）去世，陳傅良兩年後也相繼離世，如果

《春秋後傳》作於慶元六年（1200）到嘉泰二年（1202）之間，那麼將「世

變／伯業」融貫於麟經並非單純地形式答辯，也不是被動地接受朱熹《春

秋》學的迎戰，而是永嘉學者主動對抗朱學帶來的批評，是書寓有捍衛

自身價值的堅定，以及延續學術命脈的決心。換言之，「《春秋》世變

／伯業」是一個解釋載體，但在同時代的解釋平台上卻會形塑成不同的

弧度曲面，它不只是單方面解釋文本經義的歧異，而是涉及學派的學術

風氣、方法、宗旨，甚至是追求的真理旨歸與文化使命。 

 
114 宋•陳傅良著，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38，〈答張端士第

四書〉，頁 488。 
115 周勉（-1208-）曰：「先生為《後傳》，將脫稿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

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貼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

存也。勉宦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削者可刊，貼於編而增入是正

者不可復求矣。」見宋•陳傅良，《春秋後傳》，頁 12122。 
116 關於陳、朱二人的分歧，以及兩方的動機、立場，王宇《道行天地：南宋

浙東學派論》第五章〈永嘉學派的崛起和朱熹的批判〉有詳細討論，可參

看。見王宇，《道行天地：南宋浙東學派論》，頁 21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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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美國著名的歷史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在他的著作《元

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中提到：「一部歷史理應有某種解釋性

成分，就像地圖有『圖例』。然而，這種成分必須移到敘事自身的外圍，

也和地圖的圖例一樣。」117倘若以此比喻：聖人的《春秋》是一張地圖，

後代的闡釋是依照既有地圖，詳盡地探看區域之外，更要從中表達地圖

的世界觀。如果能客觀地按照地圖而行，那麼實體地區大抵能符合地圖

所繪；一旦對地圖的解讀失當，必然強加不少虛擬區域而產生錯誤的世

界觀。唯《春秋》這幅地圖缺少圖例，因此歷來讀者積極編入各種標誌、

法則或符號，試圖打破神秘未知的想像空間。南宋永嘉學派以「觀世變」

為解讀方法，陳傅良《春秋後傳》有充分的證據說明這項特點，而《春

秋》的繪製圖例則是「伯業迭興」，將霸統興衰當成構成要素，建立夷

夏之辨、君臣之分的世界觀。閱讀方法與繪製圖例密不可分，也就是先

決定了「世變」的絕對視域，才繪製「伯業」的指引內件，在春秋時勢

不斷遞變的洪流中，測量王霸存滅的比例深淺，還原製圖者最初的發

明。不過因為地圖無法自明世界觀，因此讀者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形塑

不同的圖景，但開放性的詮釋很容易造成認知散離的狀況。換句話說，

彼此對地圖圖例已各有預設的前見，可能會因政治權勢或學術高度主導

話語發言，造成針鋒相對的溷亂。若對應到閱讀與詮釋經典，人們往往

受到生活經驗限制，有意無意地影響詮說，或是牽制於當代的政治環

境、學術氛圍、師法家學等因素，干擾思想的互動交流，導致理路分野、

殊趣紛紜，難見合流匯通，閩南朱熹、浙東陳傅良之爭就是鮮明的歷史

例證。 

 
117 美•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著，陳新譯，《元史學：19 世紀歐洲的

歷史想像》（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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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jia School and “Shi Bian” in “Chun Qiu” 

—“Chun Qiu Hou Zhuan” by Chen Fuliang as Case Study 

 
Kai-Lin Kang* 

Abstract 

Taking “Chun Qiu Hou Zhuan” (means sequel to “Chun Qiu”) written 

by Chen Fuliang for example, the study analyzed the topics relevant to 

Yongjia School and “Shi Bian” (means transition of dynasties) in “Chun 

Qiu”, such as the content and features of argument about “Chun Qiu” by 

Yongjia School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Yongjia School and other 

schools. Just as the opinions of other scholars, Chen Fuliang treats “Shi 

Bian” in “Chun Qiu” as the basis and the only guide of implications in 

“Chun Qiu” and pays attention on constructing the context of rise and fall of 

leadership and legitimacy. He accordingly interpreted scriptures, consciously 

connected “Shi Bian” to every language phenomenon and contributed it to 

the implications within the scriptures. Zhu Xi reject the discussion on 

transition of leadership and legitimacy in “Chun Qiu” and “Zuo Zhuan” by 

Zhu Dong School: on the one hand, he thought the methods to interpret 

scriptures are inappropriate;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rnal logics lack 

theoretical parsimony. The addition of “Shi Bian/leadership and legitimacy” 

to “Chun Qiu Hou Zhuan” by Chen Fuliang not only is a formal reply but 

also aims to resist the criticism from the Zhu School. The book contains 

insistence to defend its values and determination to continue its academic 

legacy. 

Keywords: Chen Ful-iang, Yongjia School, Chun Qiu, Zuo Zhuan, Zhu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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